
）。我是我父亲的第五个儿子，小名叫做双伍。庆莲

日（阴历五月十九日）生于上海陆我于 年 月

家浜顾家湾的一所院子里。父亲陈文纬（ ，母亲顾

我又是我母亲的第三个孩子。母亲的长子夭亡，同母姊陈佩珍

因肺病死于 年，我就成了我母亲的长子。

听母亲说，我的祖父是苏州的染坊工人，外祖父是一家

扇子铺的老板，这家扇子铺雇用的伙计最多时不过二三人。陈

家（祖父家）家计困难，祖母到外祖父家领做扇子活，陈顾二家就

是这样熟识起来的。

年前。大概因为经

祖父早故。父亲弟兄姊妹四人，伯父陈蓉生，年青时到上海

江湾一带收购棉花转贩，推算其时当在

营“得法”，祖母、父亲、姑母等都迁居上海。父亲开始在苏州学

药材生意，后来跟伯父做棉花生意，这就到了上海。

年左右。据母亲说，那时候外祖父衰迈了，

外祖母生过许多孩子，长大成人的只有姊妹二人，晚年的一

个男孩子，长到八岁就死了。母亲是父亲的小姨，父亲和母亲的

姊姊结婚，当在

顾家的扇子铺买卖愈做愈不行了，外祖父把多年积蓄的八百元

历史交代（一）

我的家庭关系和我少年

时代的家庭生活



年或 年，大母所生

交给父亲做棉花买卖，父亲拿这笔钱独立开了一家花行，营业失

败亏折掉了。

父亲早年大概也有过一段自学过程，他没有上过什么学，学

会了做买卖、做帐房，学会了中医，据说，辛亥革命前还因医术在

湖北一个什么衙门里做幕僚。不过多数时间，恐怕是跟伯父做

棉花生意。

二）顾家无后，母亲生下的男孩子一律姓顾。因此，外祖父

父亲和母亲的结合，是姐夫跟小姨的恋爱。小时候父母亲

吵架，父亲跟我们说过，什么母亲生病，父亲为她治病的事，也许

这就是他们结合的开始。看来外祖父母知道以后，木已成舟，母

亲就正式成了父亲的侧室，但订下了条件：（一）为外祖父母养

老

死后，外祖母就移居陈家。我是我母亲的长子，我就姓了顾。我

的弟弟们因为陈家亲戚的异议，不按原条件姓顾，一律姓了陈。

伯父做买卖大概比父亲精明得多，也狠心得多。所以，

年左右病死的时候，资本总在一万元以

父亲做买卖从没有赚出一份“家业”，伯父经营的“陈蓉记花行”

（开设在上海南市外马路南码头附近的一条街上）却赚了不少

钱，我推测，到伯父

上。伯父无子，只有二个堂姊，大哥陈怀农过继给伯父。

年左右伯父死后，这家花行的资本大约分出三分之二以上归伯

母一家，剩下来的部分算是大哥的嗣产，留在花行里，由父亲经

理。

年我母亲有三个孩子，

母亲的姊姊（我的大母）死于

四个哥哥和一个姐姐， 年、

年又生了二个弟妹，一家弟兄姊妹十人。

年，父亲经理的这家花行因投机亏折关了门，那时大

概还残留一些钱，父亲设一个小花号继续做买卖，一二年内，恐

怕这些残留的钱也完了，花号也收歇了。我现在还记得，



年花行倒闭以年。

年，“包车”没有了，又搬年，父亲有“包车”（自备人力车）

年，父亲经常整天不出门，要我们（我和二了家，住得窄了；

个哥哥）拿东西上当铺，然后要我们去买酒，喝了酒和母亲吵架。

这是一个互相埋怨、纠纷无穷的家庭。我的哥哥们指

责我母亲和父亲的婚姻，说我大母是因我母亲和父亲的结合忧

郁而死的，指责外祖母、母亲、母亲所生的孩子们“吃穷了”这一

家。我母亲指责我父亲，说大母故世时父亲要她“披麻戴孝”，把

她当小老婆看待（我相信，其中还有指责父亲诱惑她的意思）。

外祖母理直气壮地说，她和姓顾的孩子不是白吃这一家的，父亲

还用过外家八百元做资本哩。加上姑母、伯母和大哥的岳家对

这一家成员的各种影响，这一家愈穷，纠纷和吵架也愈加无穷无

尽。

纠纷的顶点是

年在小姑母的私塾（小姑母在清心女中非正规地

前，家景还好，家庭生活表面上还是平静的。

我于

年转入留云小学（我家附近的佛上过两年学）读一二年级，

寺“海潮寺”办的正规私立完小）上三年级，

读到五年级时，越级考取中华职业学校的初中商科（两年制），那

时正好十岁。

年，在留云小学

年 月，未参加毕业考试，进潘序伦会计师

事务所（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的前身）当练习生。

年肺病逝世于

留云小学校长王志莘（后来是新华商业储蓄银行的总经理，

解放后和我们合作得还不错，已死），和中华职业教育社关系密

切。正是我在留云小学上学的几年中，王志莘得到简昭南（南洋

烟草公司老板）的帮助，到美国留学了二年，回来后任中华职业

学校校长。在留云小学上学的时候，我家弟兄三人（三哥陈怀

德，长我三岁；四哥陈怀良，长我一岁；都是异母哥哥）都是这个

学校的学生，国文教员殷亚华（浙江嘉兴人，



年，我考上中华职业学校上海），对我们弟兄三人很注意。

里上学。我们离校后，也还经常去看望这位老师。

时，三哥陈怀德小学毕业，考上了育才中学，四哥陈怀良，还在那

年秋，

新学年开始，家里拿不出学费了，我们弟兄三人同时辍学，殷亚

（减半，连书费，一个学期还要

华知道后，为我向王志莘提议，请中华职业学校给我学杂费减半

元以上）的优待，学校同意后，

外祖母和母亲拼凑“私蓄”，再度上学，已在 月中旬，距开学已

六个星期，这样勉强又上了一年。大概通过此事，王志莘也知道

了我这个孩子。潘序伦和王志莘是留美同学， 年夏，潘要

王给他介绍一个练习生，就把我介绍给他。我到潘的事务所的

时候，正好十二岁。

年一度辍学和

到了顶点。花行残留的钱，到

年后，在国

一家钟表眼镜行当帐房，二哥在黄炎培等人办的“甲子社”，一个

文史资料机构（后来发行《人文月刊》的）工作，

年毕业于中华职业学校高

年，父亲先在别人开的花行里当了一年帐房，后

民党的上海市公用局工作（二哥

中工科）。

元，也许还有一些出诊的诊费收入。我母

来由棉花同业的帮助，在一家慈善机关“联义善会”当管事人，兼

当中医，每月工资

年底，这一家到底取得了“分家”的协议：（一）大哥、

亲所生子女五人，连同母亲、外祖母共七人，加上异母姊兄三人，

父亲无力全部赡养，势必要大哥二哥分担一部分家用。可是我

母亲这个“系统”的七人，要大哥二哥分担家用，似乎是决不可能

的。到

元，其余由我的工资、外祖母、母亲和二姊的女工活来维

大嫂、二哥、大姊、三哥、四哥住在一起，由大哥二哥负担家用；

（二）外祖母、母亲、我们同母弟兄姊妹五人住在一起，父亲每月

津贴

持。父亲住在善会里独立生活。

年就业的时候，家庭纠纷达

年彻底地完了。大哥那时在



年我回上海后，

年左右他们结婚婚

这时候，我除所里供膳食，每月工资

元，除房租

元，连同父亲津贴，

元，当然不够一家衣食开支和一个学龄的每月

弟弟的教育费。所以，外祖母和母亲揽洗衣服，揽缝纫活，二姊

维持这一家的生活。

则学会了“外国刺绣”（即绸质女内衣上的素色凸形刺绣），共同

年以后，我每月的工资和实际收入逐

元。渐有所增加，到 年，大约每月实际收入超过

年，二哥失业，父亲经常资助他，原来父亲给我们这一“家”的津

贴，我们不要了。这一家的生活，就主要由我的工资来维持了。

大哥二哥这一“家”，不久就“解散”了。三哥失学后，曾

年，我已在潘序伦那里当练习生，又在一家花行当学徒。

元，膳食自理，不久，他成了该

去投考持志大学招收讲义生被录取，因为工资比潘那里低，推荐

三哥去，学校同意了，每月工资

校“国学系”的工读生，此后就以我家为基地了。四哥跟父亲学

中医，住在“联义善会”里，也成为我“家”的成员。大姊到镇江一

所蚕桑学校学习，大哥和二哥也分开不住在一起了。

附带交代一下全部亲戚关系：

外祖母移居陈家后，顾家在苏州的亲戚简直断绝了往来，只

记得外祖母生前，她的一位堂弟到上海探望过几次。父亲弟兄

姊妹四人。伯父陈蓉生死后，伯母住在苏州，和我家绝少来往。

伯父有二个女儿，其中一个嫁在上海莘庄附近的地主梅家，

年后就毫无来往。另一个和上海一个资年前见过一二次，

本家家庭中的大学毕业生赵林诚结婚，

礼上大哥闹了一场，以后简直没有来往。

这位堂姊来过我家一次，我未回访，以后也无往来。

死于

大姑父姓徐，是电报局的职员，算是很早办洋务的。大姑母

年左右，大姑母无子女，大姑父续娶后很少来往，大姑

年左右。小姑母嫁给大姑父的弟弟，小姑父没父大约死于



年左

年我离开上海前，一有固定职业，干的是“地保”一类的事，

直来往。小姑母只有一个女儿，表妹夫是医生张秀彬，现在苏州

年我来北京后无年回上海后和他们还来往，医学院，

来往， 年我出差上海时去苏州他们家探望过小姑母。

大哥陈怀农（ ，一直是职员。 年在一家

钟表眼镜公司当帐房，其中几经变迁（曾多次失业），抗战期间在

重庆新民机器厂（老板胡厥文）工作，抗战胜利时，死在重庆。大

嫂杨履洁，上海解放后在上海一家消防器材厂工作，

。侄女婿李

右退休，住在她女儿家。侄女陈日修，抗战时期在新四军四师地

区工作，抗战胜利后转去东北工作，现当教师（

年时是天津化工学校的负责人之一。东林，

年代在“甲子社”和上海市二哥陈怀圃

年死于出差北京旅次。二嫂陆景

公用局工作过，后来是上海化学工业社的职员。解放后通过招

聘去东北统计局工作，

芳，上海自来水公司的工作人员。侄儿陈昌煦，上海一家造纸厂

的技术工作人员。

年前是上海地下党的党三哥陈怀德（

年镇反运动中判处徒刑

员。抗战暴发后去临汾民大，转陕南褒城当教师，后来当了胡宗

南的官（弄不清是区长还是县长）

年以后不知消息，据离了婚的三嫂函告大姊，肯定是年，

死了。

年参加地下工作，抗战暴四哥陈怀良（

发后去武汉转临汾民大，在日寇轰炸中牺牲。

六弟陈敏之，在上海城市建设委员会任秘书长（

七弟陈吉士，山东德州专区副专员（

大姊陈秉真，退休的蚕桑工作者，大姊夫宋学勤，上海城市

建设局工程师（



。妹夫施义之，某三妹陈枫，山西大学党委宣传部长（

军政治委员（

年

综上所述，可知我幼年时是生活在一个破产的中等资

产阶级家庭之中。这个家庭的上一辈是城市手工业者，父亲这

一代，乘上海买办化和资本主义化的机会，爬上了中等资产阶级

的地位。父亲本人没有爬得上去（还记得母亲说过，

的时候，这个

代上海一家规模很不小的达丰染织厂的老板崔福璋，是父亲做

棉花生意时比较接近的同业），但依靠伯父的遗业，使得我的幼

年处在这样的环境之中。我八九岁（

家庭破产了，又因为资产阶级家庭的腐朽的纠纷，使我在家庭中

处于卑微的地位，这是促使我走上革命道路的一个因素。然而

这种家庭环境，截然不同于深受压迫的工人和贫下中农的家庭

环境，这决定了我内心深处存在着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反动世

界观。至于我的思想转变过程，另作专门交代。

年前我还有联系的亲戚，那么所有的亲戚都是机说到

关、学校、部队的工作人员，而且大部分做领导工作，也有工程师

和医师，绝少普通工作人员，按其性质，全都是知识分子。他们

的革命彻底性全比我高得多，但对我本人来说，“全都是知识分

子”这一客观事实在我思想上确实助长了轻视体力劳动，助长了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反动思想的作用。

认识以上两点，我相信对于挖掘我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

阶级根源是有好处的。

顾 准



年的社会职业生活

历史交代（二）

月中旬，我到潘序伦会计师事务所（年

元，第二个月

年，

因为所里有人领到会计师执照，会计师不止潘序伦一个人了，故

改名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正好十二岁。这时候，潘的事务所

有专职职员二人（唐荣山、俞晋贤），兼职职员二人（丁震、顾询），

“茶房”一人（徐秀林），我去，算是第六个人。第一个半月，除供

膳外，潘给我工资 元，以后逐月增加 元，到

元，就停住了。每月月份工资 元的工资，拿了一年半

左右，以后才续有增加。

年

初进所时，因为人少，除当练习生应做的给客人倒茶、到银

行送款等杂差外，有些公司登记和商标注册的正式业务，潘也让

我办。以后加入很快，这些业务有人专责办了，我就做一些抄

写、跑腿等辅助工作。我还学会了中文打字、英文打字。又进所

后一个多月，因为工作不认真，潘告诉王志莘，我去工商银行送

款时，王志莘（那时他在该行当襄理、营业主任之类的职务，已经

不在中华职业学校了）特别警告我，工作不要马虎。到

上半年为止，我在这个事务所里的工作，潘大概还是不很满意

的。

年春，潘利用他事务所的房间，在晚间开办了会



岁），但却让我负责这个工作。我的工资增

年起

届（

计夜校。夜校每学期为一“届”，第一届我没有进夜校上学，第二

年秋）我进夜校念了半年簿记，算是懂得一点簿记了。

此后，当过本所的会计员，当过查帐助理员，但主要是在文书科

（代办公司登记和商标注册业务）工作。

会计夜校办得很发达，学生愈来愈多。潘办会计夜校特别

着重作业，课卷多，设助教帮教员改课卷，当助教的人每月给

元津贴。大约

中文簿记教本不合适，

年秋季起我当上了助教。又潘因为当时的

年起找了他在暨南大学任教时的学

字，可得一角

生吴君实等人来编写《高级商业簿记教科书》，随写随印成讲义

在夜校中使用，我夜间抄刻钢版讲义，每张约

二分五，每天晚上可写二张左右，这样收入就多了一些。

《高级商业簿记教科书》编写后期，大约是

年之交，我成了专任编辑助理的工作人员了。这本教科书每章

后附练习题，全书最终设一个附有单据帐本、专成一套、单独发

售的实习题，为供教师改课卷参考，所有习题编成“习题详解”，

此外如到商务印书馆联系出版、跑印刷所、校对等等，这些工作

潘都要我做。教科书连同各种附件都出版之后，潘又利用这本

教科书办了函授学校。因为函授学校教师学生不见面，我那时

虽然太小（

多元。又潘为笼络所内人心起见，约自加到每月

年初，我每月的实际收入

建立了半年“分红”一次的制度，分到的“红利”开始约为工资的

一半，后来达到工资的全额。到

元以上了。在

元，

年上半年，立信的会计夜校已办了四届，毕业生

李建模、马尧圻等发起组织“立信同学会”，每年每人会费

年，同学会改选时，我参加了“竞

办一些编印同学录、会员通讯、参观、聚餐等活动。同学会开始

办起来时我未参加活动。



年 月初出版。这本书的版

年列为立信

年时还是上

月，我和同事学生等共八个人组织了进社。

选”，被举为同学会负责人之一。改选以后的同学会出版“学术

刊物”《会计季刊》（后来潘序伦接过去办了《立信会计季刊》），组

织参观大工厂，编印会刊，组织聚餐。李建模就是在同学会的活

动中熟识的。

年下半年，我十六岁。会计夜校学生增加得多，

班次多开了几班，潘序伦要我担任人数较少一班的教师。因为

年龄实在太小，上班不到一星期，学生反对我这个小孩子当教

师，换了别人去。 年下半年，潘又要我担任一班的教师，这

一回站住了，没有再被轰下来。

年经二个学期的试教和修改，于

就在这一学期，教银行会计的教师钱迺澄因故不能担任教

课，潘要我兼代，也教下来了。因为没有合适的教本，开始自编

讲义，于

会计丛书交商务印书馆印行，

税一律收入立信事务所的公帐（这个“公帐”，潘序伦一个人要分

去一半以上），他只额外给了我八百元稿费，算是我业余时间写

作的报酬。

年秋，立信“学校部主任”李鸿寿（又

年海财经学院的副院长）离所，潘要我接替他的工作，到

月我“第一次流亡”时为止。

年，家庭里也有不少变化。外祖母死于到

年秋毕业的。毕业后离开学校，很

年上半年，同年，二姊陈佩珍因肺病亡故。按照当时习俗，二次

丧事耗费的数百元是预支《银行会计》稿费应付的。三个弟妹均

达学龄，都已上学，其中陈敏之上了中学。三哥陈怀德在持志大

学国学系工读，好像是

年时我每月收入在长一段时间内没有找到固定的职业。

元以上，家庭经济宽裕得多了。

年就在



年后上海一

月，月，进社接受了远东反帝同盟的领导。 年年

领导进社的远东反帝同盟的刘丹被捕，我离开了立信，并和进社

社员李燮泉一起在租界上住亭子间（以后就单独一个人住），离

月离开上海为止的社开了南市的老家。从此以后，到 年

会职业生活，又是另一种情形，见历史交代（五）及（六）。

潘序伦是 年左右回国的留美学生，回来后在当时

的“国立东南大学分设上海商科大学”（后来的上海商学院）和国

立暨南大学任教， 年初才办了他那事务所。他后来以办立

信会计专科学校和编印立信会计丛书闻名，这两项“事业”，都开

始于

年北

年的开办会计夜校和出版《高级商业簿记教科

书》这两件事情上，其实他的发迹，还另有一段历史。

伐军克服上海时，上海闸北一带曾经过激战，事后国民党政府下

令当地房产业主免除房客的房租两月。又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为

了筹措军费，曾向上海房产业主征收了两个月房租的特捐。

年秋，以五卅运动时曾任上海总商会会长沈莲芳（此人在

查

五卅运动时政治态度十分反动，取媚英帝，反对罢工，也反对反

帝的“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会”）为首的闸北房产联合会，向国民

党政府力争“捐而不免，免而不捐”，要求退回免了租的地区内国

民党政府征收的二个月房租的特捐，受托办理此事的代理人就

是潘序伦。那次所争的目的达到了，潘一下子分到了好几万元

的报酬。在此以后，潘的会计师事务所有二项主要业务

帐和代办公司登记、商标注册。后者，使他和

年

时兴起的一些民族工业（染织、橡胶、纸烟、灯泡、电木、家用化学

等等）资本家取得了一些联系。至于查帐，则凡遇有争议的案

件，他一无例外站在资本家这一方面。我现在还记得，

年南洋烟草公司工人罢工（领导罢工的是黄色工会），劳或

资两方对于公司利润大小有争议，委托潘序伦查帐鉴定，公司方



年五反运动中，自悔抗战

面派人向潘示意送礼，潘的查帐报告书当然偏袒了资方。当时

我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强烈地同情工人，厌恶资本家〔参

见历史交代（三）〕，对于潘的这类甘做资本家走狗的行径很不满

意，常在同事中说些“过激”的言论。

年，潘为提高他的社会地位，又在“国民政府”新成立

的主计处（主计长陈其采，是蒋介石老上级陈其美的弟兄，陈果

夫、陈立夫的叔父）谋得了会计局副局长的官职，到南京做了大

约半年的官，他这次做官是为了镀金。在南京常回上海，半年后

辞职，又回到上海来“办”他的立信事业了。

记得起来的有下列诸人

年和潘“合作”过几个月，不久就安绍芸

这时期立信的同事

留美学生，

一家美国人设立的走了。以后在大美查帐局

会计师事务所工作，但主要是在上海各大学教书。

年上海解放时，东北招聘团（雍文涛、林里

夫）到上海，由我介绍和招聘团见面，组织了一批

会计人员去东北。东北不要，转到北京，中财委决

定他们到中央财政部，这批人成了财政部会计制

度司的主要班底，安任第一任司长。

顾询 上海商科大学毕业，

胜利时干没过“新闻报馆”一批纸张（据说没有斗他，

大概也未列为五反对象）自杀。

年离所自己做生意。文化上海商科大学毕业，

大革命前见上海报纸的统战消息中有他的名字。

上海商科大学毕业，解放前成了一家铅笔厂的大

股东。

年间转到金城银行所属的纺织公司

（诚孚公司？）当会计。现在下落，陈文麟可能知道。

丁震

钱迺澄

唐荣山



年春，潘序伦开办会计夜校，他改换姓名叫做韩

暨南大学毕业，

计。

上海商学院毕业，现在广东暨南大学会计教研室。

上海光华大学毕业，现任上海南市区副区长。

上海商学院毕业，

务局任副处长。

上海商学院毕业，

作。

年在某区分局工作。

公私合营时的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经理。

年进上海税务局，

年在广东中山大学会计教研室。

年在上海粮食干校任教。

重庆钢铁公司会计，曾参加过武装自卫会。

进社社员，

我在搞函授学校和当学校部主任时的助手，有：

年进上海市财政局工作。

年在城市服务部工作进社社员，

年全国公私合营中统一长时期一直在立信，

安排工作。现在下落，陈文麟可以知道。

年大革命时

这一时期的立信同事中，还有一个“特殊人物”庄文恭。

他是最早的留苏学生之一，五卅运动和

期曾任党的江苏省委书记（？），大概四一二事变后，当了逃兵，躲

起来了。

俞晋贤

夏星寿

章钦贤

李鸿寿

吴君实

王澹如

陈文麟

施仁夫

唐文瑞

蒋春牧

徐子康

潘秀章

许鸿宾

李燮泉

金国琛

沈尉萍

甘允寿

年左右自己开袜厂中华职业学校商科毕业，

去了。

民立中学毕业，

民立中学毕业，

复旦大学毕业，现任上海财经学院副院长。

年离所到京沪铁路局当会

年底病死。

年前后病死。

年上海解放后，进上海税

年知道在上海某纺织厂工



年我参加地下工作以后，曾向他

年这几

曼涛，进夜校第一届读会计，因为成绩优异，毕业后潘即吸收他

进所工作。在几次疑难的查帐案件（大德新油厂、贾汪煤矿等）

中，他主办查帐案件，办得很出色。他兼夜校教师，讲解详明，极

受学生欢迎。他头脑敏锐而沉默寡言，但绝不谈政治，也绝不参

加任何社会活动，偶然（极其偶然，大概所里只有我一个人发现

过）也漏出一句二句哲学气味浓厚的语言。

年前年中，他是立信事务所查帐和教书两方面的台柱子。　

既没有积极的作用，也没有消极的作用，真正是

后，他自己“钻营”进中央信托局当主要会计职员去了。在这一

段漫长的时期内，他的有经验的眼光，应该看到我这个孩子怎样

成长，思想怎样变化，可是，他对于我的思想转变，却从来没有起

过一点作用

一个彻头彻尾的旁观者。

年随军进入上海，他那时在中央信托局被“接

临时通融过钱，因为我猜测他曾经是共产党员，所以曾给他看过

毛主席在第二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他看过还我，也

不置一言。

收”，我通过该局军管人员顾濂溪（

的学生，解放时是地下党员，

来到上海直接税局工作。人事部门要他填表，大概经过三番四

复的考虑，他把

山同志，曾山同志把他调到华东财政部。

年春在上海中学教书时

年知在上海财政局）把他要出

年前的历史告诉了我。我转报华东财委曾

年他在财

政部税务总局工作时曾见过他一次，以后就一直没有见过了。

顾 准



我的思想转变过程

历史交代（三）

年北伐军克服上海以前，小学和中学里的教育，

是五色国旗，国歌“庆云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国文教材上的黄梨洲《原君》、《原臣》，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的故事，林觉民的遗书等等，总之是辛亥革命所确立的一套意识

形态的东西。五四运动的曙光还没有透进中小学的课堂，小学

里国文教师殷亚华（他后来是同情掩护我们的地下活动的）还以

《非非孝》（即“非”难五四运动中反对孔老二的孝道即“非孝”的

主张）为题要我们写作文。五卅运动中我们曾经拿着竹筒，打着

旗帜，为罢工工人捐过款，但是五卅的枪声我们没有听到（我家

住在南市的南面），五卅以后的大罢工也没有影响我们的日常生

活（我们不到租界上去，家里还点煤油灯），当时轰轰烈烈的工人

运动和学生运动竟没有在我这个小孩子的脑袋中留下过什么印

象。

年北伐军克复上海，知道的事情就多得多了。北伐军

到达上海以前，军阀孙传芳在上海的爪牙李宝璋大肆逮捕党人，

把捕到的党人砍下头来放在木笼里挂在大街上示众，我看见过；

月下旬，第三次武装暴动中的工人纠察队进占我家附近一个

警察所，我亲眼看到挂红布标帜的工人走到警察所门口，夺下门



月进潘序伦的事务所，那时家庭纠纷达到顶

岗手中的枪，取下警察头上戴的帽子扔在地上，直入警察所内部

缴枪，没有遭到任何抵抗的一幅情景。北伐军克复上海以后，四

一二以前，我和三哥二人在董家渡江滨（大概是警戒黄浦江里外

国军舰的）的沙包工事中看架在那里的重机关枪，和驻守的下级

军官和士兵谈话，听他们说部队里也有小孩子，是勤务兵时，曾

要求他们收留我们当勤务兵。学校里（中华职业学校）一夜之间

换上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新国旗，挂上了孙中山像，开始做周

会，背诵总理遗嘱，原是国民党地下党员的国文教员邱铭九

年左右在当宝山县长，以后就听不到这个人了）公开他的

身分做演讲，校长潘仰尧（王志莘已离校到工商银行）一反平时

态度，热烈歌颂起国民党和北伐军来了。北伐军东路军（何应

钦、白崇禧所部）的总政治部设在后来成为上海中学的小西门内

的龙门师范里，我们居然也可以随便进去。同班同学甘绩瑞，因

邱铭九的介绍，参加了总政治部的宣传队，队部在斜桥的一个会

馆里，曾去看过他，见他穿上背斜皮带的军服，十分羡慕。但是

对于当时的政治事变，如最初成立的以宋庆龄为首的上海市政

府，四一二屠杀，强迫解散总工会，张定璠任市长等等，有的根本

不知道，有的听到了也不了解其意义，也没有对我的思想发展投

下过什么波澜。四一二以后，总政治部大量裁减人员，我的同学

甘绩瑞也出来了，一切恢复旧观，又安心上学了，只多了周会和

总理遗嘱而已。

年

点，下班后不想马上回家，就逗留在所里。进所不久，夏星寿进

所了，很快和他成了知己朋友，下班后总到他家逗留到深夜。他

家也是一个破产的中等资产阶级家庭，他本人是地下时期的国

民党员，对当时的政治不满意，已不参加国民党的活动，业余翻

译童话，给《小朋友》投稿，我在他家学英文，还从夏的民立同学



年宜兴暴发了我党万一同志领导的暴动。

那里学过几天法文。不到半年，我的这个好朋友病故了。他的

哥哥夏增寿，后来是我的政治上的启蒙者，进社的最早社员之

中华职业学校的同学甘绩瑞（后来知道，他是四川军阀刘湘

集团中的重要人物甘绩镛的亲戚） 年秋季进了劳动大学。

他比我长六七岁，在校时并不接近，记不起因为什么原因去劳大

看望过他一次，以后每周六下午五点以后就长途远足（校址在江

湾，后来迁到蕴藻浜泗塘桥）到劳大，周六在那里住宿，星期天在

那里玩一天，星期天傍晚或星期一凌晨远足回来。劳大前身是

上海大学，那时的校长是易培基，学校里有共产党，但无政府主

义思潮流行，甘绩瑞那时也信从无政府主义。我从甘那里借读

了李芾甘（巴金）译的克鲁泡特金的《面包略取》等书以后，热烈

地信从无政府主义起来了。现在回忆起来，那时对于这些书中

对“集产主义”（无政府主义者对共产主义的诬蔑性的称谓）的攻

击是不理解的，我们热烈吸收的是那里对资本剥削劳动的激情

的控诉。在这种思想状态下，有过对革命生活的憧憬，对于当时

的职业生活，认为是在给资本家的走狗当奴才。但是究竟怎样

革命，革命生活究竟是怎样的生活，却又十分朦胧。

与此同时，

潘的事务所里那时已有好几个宜兴人（潘是宜兴蜀山的地主），

暴动以后他们在谈论此事，我热烈地赞成暴动，还对同事们说，

我也要扛起红旗来。

年离

家庭负担的生活现实，压下了少年时代的革命激情。

年的革命憧憬是不结果实的。甘绩瑞在

年又离闽经沪返劳大到福建泉州当中学教师去了（大约

年，依托亲戚关系去占领四川教育界的一席地盘去了。

后我就和他不通音问）。周末远足生活只好停止下来，无政府主

一。


